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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在1980年代，學者注意到除了因特定對象而引發的焦慮症狀（例如恐懼反應）以

及有顯著生理反應的焦慮症狀（例如恐慌反應）之外，有一些病患的症狀是一種沒有

特定誘發對象且沒有明顯恐慌反應的「浮動焦慮狀態」（free-floating anxiety）（Nisita,

1990）。在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第三版—修訂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3rd edition-revised；DSM-Ⅲ-R）中，他們將這種症狀正式命

名為憂慮（worry）。憂慮是廣泛性焦慮疾患（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的

主要症狀。在這之前，憂慮僅被視為與焦慮有關的一種認知歷程，而不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心理現象。然而由近幾年的研究結果（如下所述），學者認為憂慮是一個必須

要加以深入研究的症狀，而焦慮與憂慮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重新定義（D a v e y ,

1994）。

典型的憂慮歷程以語言形式的內在思考為主，憂慮對象涵蓋各種未來不確定的

事件（Borkovec,  1983；Davey,  1994；Dugas,  1997）；而當憂慮具有過度的

（excessive）、普遍存在的（pervasive）、無法控制（uncontrollable）以及具有災難化

（catastrophizing）的歷程時，即被定義為病態憂慮（pathological worry）（Brown,

1999），病態憂慮的外顯行為症狀是不能靜止、容易疲累、專心困難、易怒、肌肉

緊張、睡眠障礙等（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1994），若這些症狀嚴重干

擾到此人正常的生活，此人即具有病態憂慮的困擾（A me r ic an  P s y c h ia tr y

Association, 1994）。

有關影響憂慮的前置因素以及維持憂慮的歷程，許多學者試圖加以釐清，但是

都還未得到一致的結果，不同的學者都以不同的理論觀點瞭解憂慮。

Borkovec在憂慮具有認知上逃避威脅功能的假設中指出，病態憂慮者對於憂慮

的後果抱持「正向預期」（positive prediction），他們認為透過憂慮可以有效避免威

脅，而這樣的預期驅使（motivated）他們繼續使用憂慮（Borkovec, 1994）。為驗證假

設，Borkovec（1994）利用開放式量表訪查臨床上GAD病患對於憂慮的預期，並藉由

內容分析，發現GAD病患對於憂慮效果的預期主要有三類，他們相信：（1）憂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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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效避免威脅的方式，（2）憂慮是為了避免去碰觸更深的痛苦情緒事件，（3）憂

慮可以使自己準備好以應付威脅，可以使自己做的更好。 Borkovec進一步將這些預

期加上多點尺度，編為自陳式量表，並交予一般大學生以及 GAD病患做主觀評量，

結果發現， GAD病患對於這些想法的同意度顯著大於一般大學生。而 Wells等人

（1995；1998；Hills & Wells, 1999）根據對GAD病人的治療經驗與觀察，提出GAD

病患對憂慮的後果抱持正向預期，亦即他們相信憂慮可以有效因應突發事件，且認

為可以使用憂慮應付真實或想像的威脅。

相對於Borkovec與Wells觀察的病態憂慮現象， Tallis（1991）與Davey（1994,

1998）則以問題解決歷程的角度瞭解正常人的憂慮。他們認為正常人對於憂慮的後

果同時抱持正向預期與負向預期，正向預期意指一般人預期透過憂慮可以解決問

題，而負向預期意指一般人預期過度憂慮將會阻礙問題解決。他們同時進一步指

出，病態憂慮者在對憂慮的正向預期上顯著高於一般人，他們認為正向預期是病態

憂慮維持的重要因素。亦即即使病態憂慮無助於問題解決，然而病態憂慮者仍會繼

續使用憂慮，關鍵即在於他們對使用憂慮後的結果持有正向預期，相信憂慮有解決

問題功能。

Davey與Tallis（1996）曾透過研究，嘗試定義一般成人對於憂慮的預期，同時亦

探討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的關連性，他們的研究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份的研究

中，他們首先以開放式問卷詢問受試者（128位大學學生）有關憂慮後果的預期，並

參照文獻回顧的分析架構，最終得到有關正向預期的陳述句共 28項，以及有關對憂

慮的負向預期共 49項。他們將這些經分析後的陳述句加上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並交由獨立於量表編制的另一群大學生受試者填寫，填寫結果分別執行因

素分析，結果發現在正向預期中，有兩個主要的因素，包括（1）憂慮是一種動機

（Worry motivates），佔49.1%的變異。（2）憂慮有助於分析性的思考（Worry helps

analytic thinking），佔8.5%的變異。而在此二因素中，因素負荷量較大的陳述句共

有12項。另外，他們亦發現在負向預期中，有三個主要因素，分別是（1）憂慮阻礙

有效的表現（2）憂慮會惡化問題（3）憂慮會造成情緒不適。此三因素中，因素負荷量

較大者有 17項，最後他們匯集包括正向預期的 12項陳述句與負向預期的 17項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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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訂為憂慮後果量表（Consequence of Worrying Scale；COWS）。COWS含正向

預期與負向預期兩個分量表，正向預期又分為動機與分析問題兩分量表，負向預期

則分為三個分量表。

在他們研究的第二部分，他們藉由 COWS評量大學生受試對於憂慮的正負向預

期，同時他們也評估了其他的心理健康指標，包括憂慮程度、特質焦慮、憂鬱程

度、身體敏感性、壓力因應以及問題解決等。藉由相關分析，他們比較 COWS與心

理健康指標之間的關係。在負向預期部分，受試各分量表之負向預期與憂慮程度呈

中度正相關；在正向預期部分，僅在憂慮有助分析問題的分量表得分中與憂慮程度

呈低相關（0.19-0.25）。根據研究結果，在以大學生為受試時，大學生的憂慮程度與

負向預期呈現中度正相關，可能反映 Davey與Tallis的假設，過度的憂慮會阻礙問題

解決的現象。而「憂慮有助分析問題」的正向預期則與大學生憂慮程度的相關偏低。

然而，同樣以大學生為受試， Freeston等人（1994）驗證正向預期與憂慮之間的

關連性，研究結果卻發現與 Davey等人（1996）不一致的結果。他們根據自己臨床上

對於治療GAD病患的經驗，編制了一份名為「Why Worry」的量表，而他們在量表

的因素分析中，定義此量表所包含的兩個因子，其中之一是受試者認為：「憂慮有

助於發現問題解答」，另一則是：「憂慮可以將負向事件最小化與躲避負向結果」。

他們進一步將「Why Worry」量表施測於一般成人受試，並將測量結果與憂慮程度求

相關，發現此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相關達到中度相關（r=0.58, N=154）。

Davey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正常憂慮與正向預期相關並不高，與 Freeston等

人（1994）的結果不一致。本研究進一步比較 Davey與Freeston等人研究中相似的正

向預期（憂慮可以解決問題），Davey與Tallis得到的相關僅是 0.25，與Freeston所得

到約0.58之相關結果不一致，而在「憂慮是一種動機上」，Davey他們發現的相關值

甚至接近零相關（r=0.06）。Davey等人在其研究中並未詳加討論結果中相關偏低的

可能原因，然而本研究檢視Davey與Tallis所使用的工具發現，造成相關不顯著與偏

低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測量量表上的瑕疵， COWS正向預期部分的題目，總共有

兩種可能瑕疵：（1）COWS時常出現雙重問句，例如COWS第8題：「Worrying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analyze situations and work out the pros and cons.」，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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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受試者無從判斷該回答哪一個意義而產生作答上的誤差（2）第二個瑕疵可能是

COWS部分題目的陳述句過於冗長，例如COWS第12題：「By worrying, I reorganize

and plan my time better-if I stick to it, it makes me feel better」。造成這兩個瑕疵，

可能是因為他們直接將內容分析結果的陳述句當作自陳量表的題目所造成，這些題

目或許也造成了測量的誤差。

綜合上述假設與實徵研究， Borkovec與Wells等人對於正向預期的假設與觀察

都指出，臨床上具病態憂慮的GAD病患，對於使用憂慮的後果抱持正向預期，他們

同時也提出假設，認為正向預期是驅使個人繼續使用憂慮的認知因素之一。而

Davey與Tallis的理論觀點亦呼應 Borkovec與Wells之假設，認為正向預期是病態憂

慮持續的因素之一。若他們的假設成立，則正向預期是病態憂慮的心理病理中，一

個重要的持續因素，然而相對其重要性，過去研究在正向預期與憂慮關連性的實徵

性研究並不多，同時主要有兩個問題需要實徵研究證據進一步釐清：（1）Borkovec、

Wells、Davey與Tallis都指出正向預期是病態憂慮持續的因素，然而實徵研究皆以

大學生為樣本，並沒有以臨床上具有病態憂慮症狀之患者為受試樣本，檢視正向預

期與病態憂慮關連性的研究證據（2）Davey與Tallis指出一般人的正常憂慮亦包含正

向預期，然而 Davey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具低相關，與

Freeston（1994）等人發現中度相關的結果不一致。

本研究為釐清正向預期在正常憂慮歷程以及病態憂慮心理病理中的重要性，將

針對實徵研究的不足，（1）驗證正向預期與病態憂慮的關連性（2）釐清正向預期與正

常憂慮關連性研究的不一致。而本研究首先需定義正向預期並選擇正向預期測量工

具。

綜合Borkovec、Davey、Tallis、Wells與Freeston等人對正向預期的定義，他們

都有共識的認為正向預期應包含憂慮可以解決問題的概念。 Borkovec提出病患預期

憂慮可以避免威脅與應付威脅， Wells提出憂慮可以因應突發事件與威脅，以及

Freeston提出個人預期憂慮可以解決問題與最小化問題的預期，都與 Davey等人所提

出「憂慮有助於分析性思考」之正向預期概念類似，除了 Borkovec曾提出憂慮可以避

免去碰觸更深的痛苦情緒事件的非意識層面預期之外，事實上 Davey在他們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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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結果中，已涵蓋Borkovec、Wells及Freeston等人對於正向預期的定義，再加上

他們根據內容分析也指出除「憂慮有助於分析問題」的預期外，還包含「動機」的正向

預期概念。因而本研究因涵蓋性廣的理由選擇使用 Davey對正向預期的定義，並使

用COWS正向預期分量表為測量正向預期的工具，只是在量表內容上，本研究將針

對Davey（1996）等人提出之正向預期分量表進行修訂，而後分別驗證正向預期與正

常憂慮和病態憂慮的關係。

綜合上述，本研究參考Davey等人（1996）對正向預期的定義：（1）調整Davey等

人（1996）編定之COWS正向預期分量表，以作為有效的正向預期測量工具（2）分別

在一般成人組與病態憂慮病患組上，驗證病態憂慮、正常憂慮與正向預期之間的關

連性。Borkovec、Wells、Davey與Tallis皆指出正向預期是病態憂慮持續的重要認

知因素，且Davey亦認為正向預期與正常憂慮有關，因而本研究預期，正向預期與

正常憂慮和病態憂慮都有顯著的正相關。

二、方　法

（一）測量工具

賓州憂慮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  PSWQ為一個包含16

個項目的五點量表。在量表填寫前以五點量尺說明各分數意義，其中 1代表完全不

符合，3代表部分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受試者在閱讀各題目後，根據此五點量表

的說明評分，受試者的總得分即代表憂慮程度。

PSWQ是由Meyer（1988）所編定，他先由GAD及憂慮狀態的定義、臨床經驗、

GAD患者的日記、先前已有的焦慮量表以及對憂慮的理論建構找出 161題有關憂慮

的陳述，請受試者在5點量表上評分，之後將此 161變項執行因素分析，結果找到包

括一般憂慮因素在內的5個因素，由於PSWQ編制的目的是測量一般憂慮狀態，因此

Meyer只取與一般憂慮因素有關的 16項題目，組成 PSWQ。在本研究中，依照

PSWQ每一項目的敘述，將其翻譯成中文。

正向預期量表（Positive Prediction Scale；PPS） PPS為五點量表，包括兩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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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包括：（1）動機（2）分析性思考。分別測量個人對於憂慮的兩種正向預期的程

度，總分即代表對於憂慮具有正向預期的程度。

根據Davey及Tallis（1996）研究結果，依照其因素分析所找出的兩類型對憂慮的

正向預期來編制題目，包括憂慮是一種動機，以及憂慮可以有助思考問題兩類預

期；題目的草稿是由Davey及Tallis的研究中所使用的COWS，研究者對於COWS的

更動主要有二，包括：（1）將1題雙重意義陳述句拆開為兩個題目，成為 PPS的第8、

9題（2）修改7題陳述句，將屬過於冗長的陳述句精簡  ，成為PPS的第1、2、5、11、

12、13題，最後將原本 12題的COWS，彙編成 13題的PPS量表。與原本 COWS相

較，總共有8題題目作了修改。其中 PPS的第1-6題屬第一類正向預期（憂慮是一種動

機），而第7-13題則為第二類正向預期（憂慮有助於分析性的思考）。

漢氏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RS）與漢氏憂鬱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 HARS與HDRS為半結構式晤談量表，

是臨床上常用於評估病患焦慮與憂鬱症狀的工具。 HARS包含14小題，分別評估 13

種焦慮症狀以及 1種憂鬱症狀（第6題）；HDRS則有24題，其中三題（9、10、11題）

評估焦慮症狀，其餘 21題評估憂鬱症狀表現。透過晤談，由晤談者根據病患的焦慮

與憂鬱症狀表現，分別在HARS與HDRS的各小題做評分，HARS每小題的得分為0-

4分，2分以上代表生活開始受到症狀干擾； HDRS每小題分數不同，包含 0-2或0-4

分，分數越高代表此憂鬱症狀越嚴重。兩量表的總分分別代表病患焦慮與憂鬱的嚴

重程度，而病患在各小題的得分，則有助於瞭解病患焦慮與憂鬱症狀的特殊性。根

據Lee等（1998）對HARS、HDRS的信度評估研究，無論是在現場晤談或是使用錄影

晤談的方式，此二量表的評分者間信度都在 .87-.94之間。

在接受正式之使用 HARS與HDRS量表與評分、計分的訓練後，研究者才開始

使用HARS、HDRS與病患進行晤談。研究者使用此二量表晤談的前 5位病患，計分

結果與此病患之精神科主治醫師之評分者間信度為 .89。

（二）中文化過程

研究者首先徵得原量表作者同意使用與翻譯量表，同時請益翻譯時的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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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在各量表的作者充分授權後，研究者先針對量表中的每一陳述句加以中文化，

翻譯時考量中文口語的文法，使其通順，再與具有中、英文雙語背景之心理學教授

逐字討論與修改量表的陳述句，使量表不扭曲英文陳述句之原意，而且也兼顧中文

口語閱讀的通順，最後才將此修訂後的中文化量表使用於本研究中。

（三）受試者

一般成人組   受試者共100位，其中32位是大學生，年齡 18-21歲；47位是高中

生，年齡16-17歲；而21位為社區民眾，年齡為 35-53歲。所有受試者中， 61位為男

性，39位為女性。其中大學生是利用心理系所提供之實驗時數公開招募，受試者在

完成研究後，可以得到實驗時數一節；而 47名高中受試者是來自於某高職，由研究

者於學生的輔導活動時間進行施測；另外， 21位社區民眾則是由研究者徵詢參與研

究意願後，收集志願者的回答，本組填寫之量表包括 PSWQ、PPS。

病態憂慮病患組   本研究理想受訪者為單純具病態憂慮症狀的 GAD病患，但因

GAD病患與情感疾患、其他焦慮疾患之共病率極高，且 GAD病患的病程多合併不同

程度之憂鬱症狀（Davey & Tallis, 1994；Brown, 1999），因此本研究除了收集GAD

病患之資料，同時亦納入具有病態憂慮症狀，但卻不是以 GAD為主要診斷之病患。

所有的病患再經由漢氏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RS）與漢氏

憂鬱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評估病患之焦慮與憂鬱嚴重

程度，進一步排除 HARS中，第1題（測量憂慮）低於2分，第6題（測量憂鬱）高於2

分，及HDRS第1題（憂鬱情緒）高於2分者。研究者經主治醫師轉介具有病態憂慮症

狀之病患後，排除精神分裂症、重鬱症、恐慌疾患（panic disorder）、器質性腦病變

等病患，再由研究者與病患進行個別晤談，晤談之初再一次確認病患具有病態憂

慮，以及沒有上述排除診斷。病患首先由 H A R S做焦慮症狀評量，接著填寫

PSWQ、PPS，最後研究者再使用HDRS評量病患憂鬱症狀。共43位病患接受訪談，

經篩選後有22位精神科門診病患符合病患組標準並完成施測，其中符合 GAD診斷者

共有 3位，精神官能性憂鬱（neurot ic  depress ion）診斷有 8位，睡眠疾患（sleep

disorder）有2位，焦慮狀態（anxiety state）診斷有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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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首先檢定一般成人組與病患組受試者在平均年齡、教育程度以及男性比例上是

否有顯著差異，以作為兩組受試在 PSWQ與PPS分數差異結果推論的依據，分析結

果顯示，兩組受試在平均年齡、教育程度及男性比例上都沒有顯著差異。

表一：一般成人組與病患組之基本資料以及在PSWQ與PPS得分的差異檢定

病人組 一般人組 T score（p）

年齡 43.13 41.81 .36 （.725）

教育程度 12.05 13.28 -1.52 （.126）

男性比例 0.48 0.39 -1.13（0.260）

PSWQ 59.79 46.42 4.93 （.000）**

PPS 35.57 36.41 -.364（.726）

**p<.01；PSWQ：賓州憂慮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

PPS：正向預期量表（Positive Prediction Scale；PPS）

表二：PSWQ中文版與英文版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般人

PSWQ-英文版（N＝1323） 47.65 10.97

PSWQ-中文版（N＝100） 46.42 12.99

病人

PSWQ-英文版（N＝174） 67.66   8.86

PSWQ-中文版（N＝22） 59.79 10.07

PSWQ：賓州憂慮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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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受試在PSWQ與PPS之得分情形的敘述統計結果顯示，一般成人組受試使

用PSWQ英文版，所得到的平均數為 47.65（N＝1323）（Davey, 1994），而本研究的

一般成人組使用PSWQ中文版得到的平均數為 46.42（N=100），另一方面，病患組受

試使用PSWQ英文版的平均數為 67.66（N=178）（Davey, 1994），而本研究病患組使

用PSWQ中文版的平均數為 59.79。而本研究一般成人組與病患組分別使用 PPS中文

版的平均數為 36.41和35.57，但缺少英文版COWS正向預期分量表的資料供比較。

利用克式信度係數（Cronbach’s ）來估計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結果顯

示，PPS所有題目的克氏信度係數 為0.87，而1-6題（憂慮是動機；D1）的 為0.81，

7-13題（憂慮有助分析與思考問題；D2）的 為0.82。另外，PSWQ所有題目執行信

度分析，得到克氏信度係數 為0.90。

接著驗證 PPS與PSWQ兩量表的效度。根據 Wells（1995, 1998）與Borkovec

（1994）提出之GAD病患對憂慮後果持正向預期的假設，病態憂慮病患之正向預期程

度應高於一般成人，因此本研究藉由病患組與一般成人組在 PPS得分的獨立樣本 t檢

定，推論PPS得分是否如理論預期，然而分析結果顯示，病患組與一般成人組之 PPS

得分無顯著差異。另外，根據 Meyer（1988）對於編制PSWQ的假設，在單純測量憂

慮程度之PSWQ得分上，病患組之得分應高於一般成人組，分析結果顯示，病患組

的PSWQ得分顯著高於一般成人組， t=4.93, p<.01。這樣的分析結果發現，（1）病患

組之PSWQ得分高於一般成人組受試，可推論 PSWQ的確具有區辨病患組與一般成

人組在憂慮程度上的差異（2）病患組之PPS得分與一般成人組無顯著差異。

在一般成人組與病患組都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r）執行PSWQ與PPS全

量表和PPS分量表之間的相關檢定。在一般成人組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 95%的信

賴區間下，PPS全量表與PSWQ的相關係數為.462, p<.05，PPS分量表與PSWQ之間的

相關係數也達顯著，分別為 .414, p<.05與.412, p<.05。病患組的PSWQ與PPS相關達

到顯著，為 .499, p<.05，PSWQ與PPS分量表的相關也都達到顯著正相關分別為 .477,

p<.05與.438, p<.05。所有受試者的PSWQ與PPS的相關也達顯著，為 .430, p<.05，且

PSWQ與PPS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也達到顯著，分別是 .374, p<.05與.396, p<.01。相關

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在病患組、一般成人組， PSWQ與PPS全量表和分量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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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憂慮的程度與對憂慮正向預期的程度成顯著的中度正相關，支

持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

四、討　論

依照分析的結果，此三個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0.87-0.

91），而且即使是使用分量表作信度分析，克式信度係數 都還能保持在0.8以上，

表示PPS、PSWQ中文化後，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而在病患組與一般成人組之 PSWQ與PPS得分的 t檢定結果顯示，PSWQ具有良

好區辨一般成人組與病態憂慮病患組之憂慮程度，然而 PPS卻沒有辦法有效區辨一

般成人組與病態憂慮病患的正向預期程度。 Borkovec（1994）曾發現病態憂慮患者對

正向預期的同意度高於大學生受試，然而本研究發現病態憂慮病患之正向預期並未

高於一般成人組，而這樣的結果也與 Borkovec（1994）、Wells（1995, 1998）等人以

及本研究的理論預期不一致。

Wells曾經提出後設認知模式（meta-cognitive）理論解釋GAD病患的憂慮心理病

理，他指出有兩種認知預期可能與憂慮的持續有關，包括正向預期與負向後設預期

表三：各組受試在PSWQ與PPS之全量表與分量表得分相關分析結果

PPS（D1） PPS（D2） PPS（全量表）

一般人組（N=100）

PSWQ   .414*   .412*   .462*

病人組（N=22）

PSWQ .438*   .477*   .499*

所有受試者（N=122）

PSWQ  .396*   .374*   .430*

*p<.05；D1：動機；D2：分析問題； PSWQ：賓州憂慮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PPS：正向預期量表（Positive Prediction Scale；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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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meta-prediction）。除了正向預期與憂慮持續使用有關之外， Wells亦指

出，個人對於自己憂慮狀態的負向預期（例如評估憂慮會導致心理崩潰），會引發個

人「對自己憂慮狀態的憂慮」，Wells將之稱之為後設憂慮（meta-worry）（Wells,

1995）。後續的研究亦發現，在回歸分析中，後設憂慮與負向預期都對於病態憂慮

有顯著的預測力（Wells & Carter, 1999；Davis & Valentiner, 2000）。本研究在正向

預期上發現病態憂慮病患組的得分與一般人組雖無顯著差異，然而依照 Wells的負

向後設預期理論，病態憂慮病患組與一般人組的負向預期可能會有顯著差異，未來

研究可能需要再加入有關負向預期的測量。

另外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也有可能造成病態憂慮病患組的正向預期與一般人組

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首先 PPS的量表部分，研究者發現由於 PPS全為正向題，因

此受試者在答題時，可能有反應固定型態（response set）的現象，這樣的答題傾向

可能會使得 PPS的測量效果降低，因而使 PPS區辨正常憂慮與病態憂慮之正向預期

的功能降低。再者，本研究比較病患組受試者與 Davey（1994）研究中純粹GAD病患

在PSWQ上的得分，發現本研究病患組受試的得分為 59.79，較Davey（1994）研究的

GAD病患的67.66為低，這可能表示本研究病患受試的憂慮程度不及純粹 GAD病

患。由於本研究的病態憂慮病患組，除了純粹的 3位GAD診斷病患外，仍納入其他

以精神官能症為主要診斷的病患，雖然本研究使用漢式焦慮與憂鬱量表，企圖以具

病態憂慮症狀但焦慮與憂鬱症狀較低的病患增加病態憂慮病患組的樣本數，然而這

樣的嘗試可能是本研究病患組受試憂慮分數較純粹 GAD病患低的原因之一。因此若

本研究的病態憂慮病患組的憂慮與純粹 GAD病患不一致，則正向預期的程度亦可能

受到影響，造成PPS無法顯著區辨一般成人組與病態憂慮病患組的正向預期差異。

另外，本研究病患均已接受臨床藥物治療或心理治療， Borkovec（1994）認為，透過

良好的認知行為治療，GAD病患之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將會下降，因此若本研究病

態憂慮病患組已接受臨床治療介入，則其正向預期得分可能會偏低。宗上所述，為

釐清本研究病患組之正向預期得分與理論預期不一致的現象，需要（1）加入負向後

設預期的測量（2）修改PPS量表，加入負向題，避免反應固定型態（3）收集純粹GAD

診斷病患（4）控制病患之治療情形。在這幾個條件下作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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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相關分析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不管是在一般成人或是病態憂慮病患

組，對於憂慮的正向預期與憂慮的程度皆有顯著正相關，而且若將 PPS的兩個分量

表分別與憂慮的程度求相關，同樣也發現將憂慮視為動機以及將憂慮視為分析性思

考的預期，都與憂慮程度成正相關。對照 Borkovec與Wells提出正向預期是憂慮持

續的重要認知因素的假設，本研究發現病態憂慮病患之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呈中度

正相關的結果，可作為此假設的初步驗證。而另一方面， Davey與Tallis假設正向預

期與正常憂慮程度有關，但 Davey等人（1996）與Freeston等人（1994）的相關結果並

不一致，本研究在修訂正向預期量表後，發現一般人組之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亦呈

中度正相關，此結果可作為正向預期與正常憂慮關連性的證據。

即使尚無有關正向預期影響憂慮的因果驗證，但從本研究正向預期與憂慮程度

呈正相關的發現，顯示正向預期的確在憂慮歷程中具有重要性，且為 Davey與

Freeston等人在研究結果上的矛盾找出更有力的證據。在釐清兩者的關係後，後續

的研究方向將著重於正向預期在憂慮歷程中的定位。

Borkovec（1994）與Wells（1995, 1998）皆將正向預期視為病態憂慮「持續」的認

知因素，而Davey（1994）與Tallis（1991）則進一步嘗試由問題解決歷程的觀點解釋正

向預期對於個人持續使用憂慮的影響過程。 D’Zurilla等（1990）曾定義社會問題解決

歷程是一連串認知、情緒、行為的過程，目的是針對每天遭遇到的特殊問題情境，

加以辨視、發現、或產生有效、適當的反應。他認為社會問題解決歷程包含兩部

分，其中之一是問題導向（problem orientation），包含對於解決問題過程中的的認

知、情緒、行為反應，最主要來自於個人過去解決問題的經驗；而另一部份則是問

題解決技巧（problem-solving skills），包含問題定義與形成概念、發展出各種解決

問題方法、做決定、解決方法的執行與確認四步驟。

Davey（1994）認為，病態憂慮者並非缺乏問題解決技巧，而是具有較低的問題

解決信心，同時他們已預期藉由憂慮即可解決問題，或事先計畫問題。因此若將正

向預期放在Davey等人提出的低問題解決信心和 D'Zurilla的問題解決歷程架構下討

論，則在形成問題導向的過程中，病態憂慮者除了如 Davey所說的低問題解決信心

因素，可能還要需加上預期憂慮可以解決問題，如此就可以解釋某些人持續使用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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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來解決問題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形成問題導向的過程裡，有些人不但對自己解

決問題的信心較低，且認為自己仍可以透過憂慮來解決問題，則這些人的憂慮將會

持續。

另外，本研究中，有關病態憂慮與正常憂慮的定義與劃分，是尚待進一步研究

的議題。這個議題雖非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然而對於本研究的理論邏輯有重要的

影響，若正常憂慮與病態憂慮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則分別根據兩者所定義出的正

向預期，就可能不能在同一研究上比較，然而若病態憂慮與正常憂慮僅是量的差

別，則又無法說明正常憂慮與病態憂慮在問題解決功能以及行為症狀上的差異。

Ruscio和Borkovec（2001）曾由1,588位受試者在憂慮的自陳量表上的反應，分析出

病態憂慮與正常憂慮是「量」上的不同，而非質的差異；亦即這兩者之間，並非獨立

的建構，而是連續的尺度。然而，其他的研究者並不認為正常憂慮與病態憂慮是量

的差別，而認為是質的差異，因為兩者在問題解決功能、外顯行為症狀上都有明顯

的差異（Davey, 1994）。關於這個論爭，本研究認為心理病理理論中的閾值效果

（threshold effect）理論（Raulin & Lilienfeld, 1999）也是可能的解釋方向之一，根據

閾值效果理論，可能原來的正常憂慮在「量」增加後，引發「質」的改變，因而形成質

上與正常憂慮不同的病態憂慮。這些假設，研究者目前都還沒有辦法回答，需要進

一步的研究與理論推演，才能釐清正常憂慮與病態憂慮定義的論爭。

本研究目前的貢獻在於以實徵研究證實正向預期與病態憂慮、正常憂慮之間的

正相關，而上述正向預期在問題解決歷程中，造成憂慮持續的假設，還不是本研究

結果可以回答的議題，仍需要進一步的實徵研究證據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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